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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首先构建了包含6个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的指标体系，综合纵向深度测量法、文本分析法测度了94个经济体签署的103项FTA中知识产权保护条款的深度；其次实证检验了IPP深度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选取贸易、投资、FDI技术转移等多指标分析了技术流动在其中的作用效果，并分析了技术距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深度对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影响更为强劲；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分析显示，国际协定纳入及透明度对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更强；技术流动在IPP深度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技术距离对IPP的创新促进作用起到反向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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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first constructs an indicator system consisting of six primary indicators and 18 secondary indicators, then measures the depth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clauses in 103 FTAs signed by 94 economies using vertical depth measurement and text analysis methods；Secondly, an empirical test was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the depth of IPP clauses on a country's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the effects of technology flow and technology distance were analyzed.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epth of the IPP clause has a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a country's innovation capacity, especially for the middle-income and low-income countries; The analysis of middle-income countries shows that the inclusion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nd transparency have a stronger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nat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Technology flow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deep enhancement of a country's innovation capacity through the provision of IPPs; The technological distance has a reverse regulatory effect on the innovation promo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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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要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快建设科技强国。WIPO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显示，我国创新指数排名已由2011年报告中的第29位上升到了2022年报告中的第11位，且近年一直稳居中等收入国家首位，但仍与创新强国有较大差距。在激励创新的众多制度安排中，知识产权保护（IPP）是关键一环，它为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不断涌现提供了制度保障，2021年出台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提出了建设激励创新发展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目标。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调了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以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和制度保障，提高创新能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伴随知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自由贸易协定（FTA）逐渐成为成员协调区域IPP水平、获取贸易利益以及维持竞争优势的重要工具。WTO官网数据显示，截止到2024年4月1号，在WTO登记并生效的FTA已达到368个，其中有253个协定包含了IPP条款。顺应国际趋势，我国签订的FTA也逐渐加强了IPP合作，在我国已签订的22个FTA中有17个协定包含知识产权章节。从全球层面看，不仅包含IPP章节的FTA数量在增加，FTA框架下的知识产权保护范围、权利广度、期限长度、执法深度和透明度等均出现了质的提升。在这一背景下，理清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签署是否有利于国家创新能力提升，不同深度水平、不同维度规则对其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这些问题，不仅关系着全面客观评估以往签署IPP条款的效果、未来如何制定IPP规则,从而有助于中国在全球IPP规则体系建设中提出“中国方案”并增强国际话语权,也关系着如何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进一步推动中国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1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综述与研究主题相关的三支文献：第一支是IPP深度测度相关研究。此类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早期的研究多为单边框架下IPP深度测度，Rappd等 [1]提出了R-R指数方法，该方法将一个国家是否制定与IPP相关的法律作为判断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唯一标准，并将保护水平划分为五个等级。Ginatre等[2]通过扩展R-R方法构建了G-P指标体系，G-P方法对IPP体系的指标定义更精确，从而使得指标体系在各国表现出更大的差异性，此后相关研究多基于G-P指标体系进行扩展或修正：韩玉雄等[3], 杨中楷等[4]分别在G-P指标中加入了执法力度、法律条文制定与执行两个指标来测算专利权保护水平；张雨等[5]则引入经济发展水平、法治水平和知识产权执法水平3个指标对G-P指数进行了修正。作为FTA的重要组成部分，贸易协定整体深度测度法，包括纵向深度测度法和文本相似度测算法也适用于IPP条款深度测度。纵向深度测度法指按照对应条款维度是否出现在协议文本中进行“0”、“1”赋值，Dür 等[6]对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在内的七个议题进行了编码，并测算了587个协议的纵向深度；世界银行深度贸易协定内容数据库对2022年之前生效的FTA进行了内容编码，将IPP议题内容划分为16个一级维度、 120个二级维度。Alschner等[7]认为纵向测量法可以较精准、专业的分析FTA 的深度和异质性，但其缺点是工作量大，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编码范围的限制性。为解决上述缺陷，一些学者开始用文本相似度（相对深度）来表征FTA深度，如Alschner等[8]以高水平贸易协定TPP作为参照测算了436个FTA与TPP的相似度，以其与TPP的相似度来表征其深度，国内学者韩剑等[9]，韩剑等[10]，许亚云等[11]也借鉴Alschner等[8]计算相对深度的做法测算了数字贸易规则、FTA整体相对深度。
第二支是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能力影响的研究。国内外暂时对该问题没有形成统一结论，Krammer[12]研究发现，东欧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可以显著提升其创新能力，Alireza 等[13]也指出，IPP可以激励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技术创新。另外，李春涛等[14]的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促进技术研究投入和产出。在影响机制方面，吴超鹏等[15]的研究表明，IPP可以通过减少研发溢出和降低融资约束等途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魏浩等[16]则从进口产品多样性和质量两方面探讨了IPP对创新的影响机理。另一部分学者持相反意见，Helpmen[17]假设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模仿的方式实现从发达国家技术转移，IPP加强将加剧知识产权所有者的技术垄断，抑制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在此基础上，Glass等[18]加入了模仿成本后发现，IPP力度加强会提升技术模仿成本，进而抑制相关技术创新；余志林[19]的研究也表明过强的IPP将造成部分企业垄断，阻碍技术创新。

第三支是技术流动对国家创新能力影响的研究。Almeida等[20]认为，在同一行业中，来自同一国家的不同企业技术相似性较强，为增强创新，企业应积极寻求来自其他国家的知识资源和技术成果。与此观点类似，Kafouros[21]提出，企业吸收的不同于自身技术体系的外部知识资源越多，形成的新技术也越具有排他性和竞争力。为了进一步了解市场交易的技术流动与非市场技术外溢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林原等[22]通过实证研究区分了技术交易市场的技术流动和非技术交易市场的技术外溢的影响，结果表明通过市场交易的技术流动效果更明显。

国内外学者对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深度、技术流动以及国家创新能力的研究为本文论点的提出、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基础，但现有文献在一些领域仍需要深入探讨。首先，当前对于IPP深度的测度主要基于单一纵向深度法展开，且忽视了约束性方面的差异；其次，现有研究中IPP对国家创新能力影响的机制分析相对比较缺乏。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第一，综合运用纵向深度分析法和文本相似性算法、关键词提取法多维度测度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深度；第二，在机制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多指标检验了技术流动、技术距离在IPP深度与国家创新发展间的作用；第三，本文分析了IPP深度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创新能力影响的差异性，同时进一步分析了强制性与双边协调、国际协定、权利广度、期限长度、执法深度和透明度等异质性条款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揭示了产生这种差异性的原因。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2.1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

Furman等[23]将国家创新能力定义为长期促进新技术产业化的能力，因此，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重点在于技术和知识的积累与转化。制度是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决定了一国的贸易模式，而知识产权保护被认为是激励创新的核心制度安排。遵循这一逻辑，知识产权制度也可内化为一国生产知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从而IPP水平更高的国家新技术产业化能力更高。一方面，IPP制度提供了有限期的独占性机制，这种保护措施可以防止其他企业或个人的盗窃、抄袭和侵权行为，保障创新者的独特权益，而权益和利益保障是持续创新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投资者和技术供应商更愿意将自己的先进技术和专利带入IPP水平高的国家，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知识产权将得到充分保护，即使被侵权也会有严格的法律和公正的程序加以解决，这种技术的引入有助于通过学习、竞争等途径促进国内创新能力的提升，推动技术转移和创新成果的应用。

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说１：知识产权保护深度提高可以提升国家创新能力。

2.2技术流动的中介效应

充分的知识产权保护是高技术产品与服务流动的制度保障，且已有研究证明贸易是技术流动的主要渠道之一。一方面，进口含有外国先进技术的外国中间产品或服务可以使其在最终制成品生产中隐含地使用该技术[24]，另一方面，无论是进口先进中间品还是最终品都为技术落后国通过学习、竞争等途径进行技术追赶提供了基础。外国直接投资（FDI）是跨境技术流动的另一个主要渠道[25]，并且政策环境在FDI与技术流动之间具有调节作用[26]。知识技术是创新不可或缺的基础，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的国家可以获得市场主体，特别是创新产品及服务所有者的信任，这为东道国吸引高质量外资提供了制度支持，高质量外资流入有利于该国获取来自世界各地异于自身技术体系的前沿技术、研发成果和创新思路。此外，技术流入又会产生竞争效应，促进国内生产者进一步创新，加快技术更新换代速度以获取有利的市场地位。

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说2：知识产权保护深度通过技术流动的中介作用驱动国家创新能力提升。

2.3技术距离的调节效应

技术差距对不同国家企业间的相互学习和竞争有重要影响，适当的技术差距有助于促进知识交流和技术创新，推动行业的进步和发展。然而，过大的技术差距可能使处于技术劣势的企业难以迎头赶上，这会加剧市场上的不平等竞争[27]；另一方面，过大的技术差距也可能降低不同国家间对技术的“相似需求”和“重叠需求”，同时技术落后国对先进技术的吸收、应用和再创新能力有限也会抑制企业间合作，从而降低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IPP会强化处于技术垄断地位企业的垄断优势，这些企业拥有更多高水平的技术知识产权，能够利用其技术优势提高生产效率，以较低价格扩张市场份额，从而挤占其他技术劣势企业的利润[17]。这种情况下，技术差距的存在可能会加剧“技术隔离”的程度，抑制企业升级及企业间的技术合作，从而影响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

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说3：技术距离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促进作用起到反向调节效应，即能够减弱知识产权保护的正面影响。

3 FTA中知识产权保护深度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综合运用纵向深度测度法和文本分析法对FTA知识产权保护深度进行测算。由于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签订于1992年，而其中的IPP规则对后续FTA谈判和签署产生了深远影响，又由于国家创新能力数据公布至2021年，因此对IPP深度测算的区间选在1993年-2021年。参考G-P指标体系及王黎萤等[28]对FTA知识产权保护条款的分类，本文构建了包含6个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的指标体系来测算IPP深度，其中一级指标包括强制性与双边协调、国际协定纳入、知识产权规则权利广度、期限长度、规则执法深度以及透明度，二级指标具体测算细节如表1所示。Ginatre等[2]已证明， G-P指标体系中的各个指标对权重呈现出不敏感的特征，故本文不对所选各一级指标在权重方面进行区分。计分规则:将二级指标分数求和即为一级指标得分，对一级指标得分求和即为知识产权保护深度分值。各经济体t年知识产权保护深度IPPit为1993年到t年经济体i签订的FTA中知识产权保护条款的总体深度之和。

表1 FTA 知识产权保护总体深度测评指标体系
	FTA 知识产权保护总体深度测评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评分标准

	强制性与双边协调（3分）
	强制性（2分）
	强制性: 本研究提取FTA文本中带有强制性的关键词，并依据条款中关键词含量划分条款强制性的高低：①若文本中关键词含量达到总体水平前1/3，则强制性为2分；②若文本中关键词含量为总体水平前1/3到2/3，则强制性为1分；③若文本中关键词含量为总体水平后1/3，则强制性为0分。

	
	双边协调（1分）
	①要求一方将其知识产权法律与另一方的知识产权法律相一致，0.25分；②要求建立知识产权区域管理局，0.25分；③建立合作机制，交流知识产权相关信息，0.25分；④成立小组委员会，监督与知识产权章节相关的问题，0.25分。

	国际协定（3分）
	版权（1分）
	①是否涉及《WIPO Copyright Treaty》，0.5分；②是否覆盖《WIPO Performances and Phonograms Treaty》，0.5分。


	
	专利（1分）
	①是否包含《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0.33分；②是否加入《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Ff Plants》，0.33 分；③是否包含《Budapest Treaty》，0.33分。

	
	商标（1分）
	①是否涉及《Madrid Protocol》，0.5分；②是否覆盖《Singapore Treaty》，0.5分。

	知识产权规则权利广度(3分)
	版权（1分）
	①是否要求提供专有复制权，0.5分；②是否规定集体管理组织应遵循的实践，0.5分。

	
	专利（1分）
	①是否为已知产品的新用途提供专利，0.25分；②是否限定专利撤销的理由，0.25分；③是否明确规定专利申请的流程，0.25分；④是否为新药品/农产品的未披露测试或其他数据提供最低保护期限，0.25分。

	
	商标（1分）
	①是否将商标权客体扩大到声音、气味，0.25分；②是否对驰名商标予以特殊保护，0.25分；③是否对地理标志保护除外有规定，0.25分；④是否规定可以通过商标系统注册和保护地理标志，0.25分。

	知识产权规则期限长度（3分）
	版权（1分）
	是否规定最低版权保护期限，1分

	
	专利（1分）
	是否为商标提供最低保护期限，1分

	
	商标（1分）
	是否要求授权机构对不合理的延误作出专利期限调整，1分

	知识产权规则执法深度(4分)
	一般义务(1分)
	①是否规定所有权或作者的推定方式，0．33分；②要求最终司法裁决和行政裁决以书面形式发布/向公众提供，0．33分；③是否要求公布知识产权执法信息，0．33分。

	
	民事程序、临时措施及救济(1分)
	①是否规定司法当局有权命令禁令救济，0．33分；②是否规定司法当局有权下令对利润损失进行充分赔偿，0．33分；③是否要求司法当局采取与指称侵权有关的临时措施，0．33分。

	
	边境措施(1分)
	①是否要求边境当局必须允许知识产权持有人申请扣留和暂停放行任何涉嫌假冒或盗版的进口商品，0.25分；②是否规定边境当局有权命令权利持有人提供合理的担保或同等担保，0.25分；③是否要求边境当局应有权扣留疑似假冒或盗版商品，0.25分；④是否规定边境当局有权下令销毁侵权货物，0.25分。

	
	刑事程序(1分)
	①是否要求各方对故意假冒商标行为进行刑事处罚，0.25分；②是否要求各方对故意的版权或相关权利的盗版行为进行刑事处罚，0.25分；③是否要求各方规定未经授权披露/盗用商业秘密的刑事处罚，0.25分；④是否要求各方将非法解码载有卫星信号的加密程序定为刑事犯罪，0.25分。

	透明度（3分）
	一般义务（1分）
	①向公众提供所有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行政程序等，0．33分；②在互联网上提供所有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行政程序等，0．33分；③在互联网上提供有关知识产权申请的所有信息，0．33分。

	
	专利（1分）
	①工业外观设计登记是否向公众开放，0．33分；②是否向公众提供新植物品种登记，0．33分；③专利申请、申请和/或授权是否向公众提供，0．33分。

	
	商标（1分）
	①商标注册是否向公众公开，0．5分；②是否向公众提供地理标志注册，0.5分。


注：表中涉及“是否…”的语句中，如果是则进行相应的赋分，否赋值为0。
4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4.1模型构建

本文选取了2011-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数据缺失较少的94个国家/地区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其知识产权保护深度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模型构建如下：
[image: image2.png]GIl;e = By + B1IPP;y + BrControls + v; + pu, + €



      (1)
其中，GII表示国家创新能力，IPP表示知识产权保护深度，Control为控制变量合集，i,t分别表示国家和时间，μ表示年份固定效应，v表示国家固定效应，ε为随机误差项。                  

4.2变量选取及说明

4.2.1被解释变量

国家创新能力。本研究选择全球创新指数作为衡量国家创新能力的指标,该指数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康奈尔大学和英国商业学院联合编制，其综合考虑了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等多方面的指标。

4.2.2核心解释变量

知识产权保护深度（IPP）。通过表一构建的IPP总体深度指标体系进行测算。

4.2.3控制变量

城镇化水平（URB），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可能会带动产业和人力资源集聚，产业集聚可以通过竞争、技术外溢等途径促进创新，而人力资源则是创新的智力保障，本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示；人均GDP（lnGDP）和GDP增长率（GDPR），较高的人均GDP和较快的GDP增长率意味着收入水平及收入预期提升，这一方面有利于消费从需求层面刺激创新，一方面又为创新投入提供资本保障，从而从供给方面刺激创新；知识产权使用费（IPF），知识产权使用费越高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国家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越高，充分的保护会刺激本土企业创新，也会为国外高新技术企业与本土企业合作提供制度保障；居民消费水平（CON），较高的居民消费水平可以为企业创新提供市场需求基础，本文用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表示。

4.2.4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WTO数据库筛选生效时间在1993－2021年、含有专门知识产权保护章节且文本为英文的103份自由贸易协定作为样本；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国家创新能力指数来源于全球创新指数报告（由于该报告从2011年开始发布，目前数据更新到2021年，因此总体样本区间为2011-2021年）；IPP深度由表一所列指标体系测算而得。

5主要计量结果

5.1基准回归

表2报告了式（1）的基准回归结果，第(1)列和第（2）列分别是不加入、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不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IPP深度的回归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IPP深度提高可以显著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假说1得以验证。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知识产权使用费、城镇化平以及GDP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结论符合预期；GDP增长率估计系数虽然为负但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更多的资本涌入“回报快”的行业，对“回报慢”的创新产生了挤出效应。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1)
GII
	(2)
GII
	(3)
GII
	(4)
GII
	(5)
GII

	IPP
	0.038***

（6.83）
	0.042***
（7.04）
	
	0.056***
（6.68）
	0.059**
（2.15）

	IPF
	
	0.154**
(2.55)
	0.152**
(2.51)
	0.118
(1.60)
	0.151***
(2.96)

	CON
	
	0.015
(0.69)
	0.014
(0.67)
	-0.022
(-0.71)
	0.013
(0.62)

	GDPR
	
	-0.044
(-1.56)
	-0.040
(-1.40)
	-0.021
(-0.52)
	-0.060
(-1.51)

	URB
	
	0.131*
(1.92)
	0.116*
(1.70)
	0.106
(1.16)
	0.192
(1.33)

	lnGDP
	
	5.218***
(5.36)
	5.007***
(5.13)
	5.035***
(3.87)
	5.187***
(3.93)

	SIM
	
	
	0.561***
（6.84）
	
	

	常数项
	37.957***
(200.77)
	-20.906**
(-2.26)
	-17.592*
(-1.91)
	-17.179
(-1.40)
	-26.524**
(-2.07)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30.613

[0.000]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statistic
	
	
	
	
	32.501

{16.38}

	N
	1 034
	1 034
	1 034
	564
	1 023


注：1）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2）[ ]内为LM统计量p值，{ }内为Stock-Yogo检验10%水平上的临界值。
5.2稳健性检验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本文在基准模型中采用纵向分析法来衡量各国IPP深度，本部分以文本相似度作为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经过测算，USMCA中知识产权保护深度的评分最高，因此本文将主要解释变量替换为各FTA中IPP条款与USMCA中IPP条款的文本相似度（Sim）。Sim越大，即其他协定中IPP条款与USMCA中相关内容文本相似度越高，一定程度上可表明其“深度”越深。表2第（3）列显示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之后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改变样本期间划分方法。考虑到IPP深度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一定时滞性（陈永昌等，2023），本文采用2年期划分再次进行回归，表2第（4）列显示IPP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这表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内生性检验。为了解决本文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本文选择新生婴儿死亡率的倒数（Deathrate）作为工具变量进行检验。较高的新生儿存活率可能意味着国家在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方面具有较高水平，医疗行业的创新和发展需要大量的研究和开发投入，而这些投入往往需要得到充分的保护和回报，以激励企业和研究机构进行更多的创新活动。因此，新生儿死亡率的倒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反映出一个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态度。另一方面，新生儿存活率主要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发展水平，而创新能力指数则更多地涉及到创新环境、科技产出等因素，因此该指标符合外生性要求。表2的第（5）列中报告了2SLS回归方法中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回归系数显著且为正，且不存在识别不足、弱工具变量问题，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5.3异质性检验

5.3.1条款异质性

依据上文中的IPP条款分类方式，本部分检验六个一级指标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表3中的（1）-（6）分别表示强制性与双边协调（MB）、国际协定纳入（IA）、权利广度(RW)、期限长度(RT)、执法深度(ED)以及透明度(TS)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六个一级指标对国家创新能力均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验证了IPP深度促进国家创新能力提升这一核心结论。但不同条款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差别，相较于其他条款而言，知识产权规则执法深度、强制性与双边协调、保护期限长度这三类条款对国家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弱，这主要由条款属性和规则特点决定：尽管知识产权规则执法深度、强制性相关条款对克服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意义重大，但该条款实施效果仍然依赖于国内严格的IPP制度；对于国际协调而言，一方面建立一致的IPP法律相对困难，另一方面成员间合作依然有赖于各自国内法律；保护期限长度提高虽然有利于强化对知识产权所有者的保护，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垄断。
表3 条款异质性分析
	
	(1)
GII
	(2)
GII
	(3)
GII
	(4)
GII
	(5)
GII
	(6)
GII

	
	
	
	
	
	
	

	MB
	0.158***
(6.99)
	
	
	
	
	

	
	
	
	
	
	
	

	IA
	
	0.376***
(6.63)
	
	
	
	

	
	
	
	
	
	
	

	RW
	
	
	0.285***
(6.72)
	
	
	

	
	
	
	
	
	
	

	RT
	
	
	
	0.191***
(5.87)
	
	

	
	
	
	
	
	
	

	ED
	
	
	
	
	0.154***
(7.05)
	

	
	
	
	
	
	
	

	TS
	
	
	
	
	
	0.394***

（5.43）

	常数项
	-18.423**
(-2.00)
	-21.439**
(-2.30)
	-20.158**
(-2.18)
	-19.882**
(-2.13)
	-20.860**
(-2.26)
	-16.648*
(-1.79)

	N
	1 034
	1 034
	1 034
	1 034
	1 034
	1 03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5.3.2国家异质性

一般而言，高收入国家拥有充足的资金和人力资本支持国内企业自主研发，因此其国家创新能力较强，而广大中低收入国家受制于资金不足等条件限制，其创新水平相对较低。据此可以推测，面对IPP水平的变更，收入水平不同的国家其创新能力提升幅度也可能存在差异。依据当前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本文将样本划分为39个高收入国家、26个中等收入国家和29个低收入国家分别进行回归，表4显示，IPP深度对三组样本国家创新能力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高收入国家的影响最低，对中等收入样本组的影响次之，对低收入国家的影响最大。
表4 国家异质性分析
	
	高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
	低收入国家

	IPP
	0.022**
（2.26）
	0.084***

（4.82）
	0.223**

（2.56）

	常数项
	65.527***

（2.73）
	-62.521***

（-4.21）
	-20.440

（-1.49）

	N
	429
	286
	31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IPP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创新能力提升作用更积极、更有效的原因可能是：高收入国家知识产权法律相对完善，基础设施、制度设计和创新体系等方面也具备明显优势，这导致其创新发展普遍优于其他国家，因此提升IPP深度对高收入国家创新能力的边际影响较小，而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国家则由于相反的原因导致其边际影响更大。

由于我国属于中等收入国家，本文进一步验证不同类型条款深度对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影响。表5第（１）～（6）列分别报告了六类IPP条款对中等收入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六类条款对中等收入国家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依旧显著为正，且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相比，其促进作用更大。同全样本的研究结果一致，知识产权规则执法深度、强制性与双边协调、保护期限长度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创新能力作用较小，可能的原因依然如上文所分析。国际协定、知识产权规则权利广度及透明度对其影响相对更大，可能的原因包括：指标中涵盖了与IPP相关的多数国际协定，多成员遵守同一规则可以发挥规则一致性的优势；提高权利广度意味着其保护范围扩大、客体增加，意味着创新者所受保护水平提高，这一方面有利于刺激本国创新，一方面有利于吸引更多高质量外资，从而提高国家创新能力；透明度水平提高意味着公众可以获得更多的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及申请保护信息，意味着执法程序更加透明，这一方面有利于提升公众对IPP的重视程度，一方面有利于规范政府的IPP制度，而保护制度的完善与保护意识的增强均会刺激创新。这一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在参与知识产权规则谈判时，我国要依据各条款的影响大小及国内配套条件确定谈判优先顺序及各条款的深度。

表5 不同条款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影响分析
	
	（1）

GII
	（2）

GII
	（3）

GII
	（4）

GII
	（5）

GII
	（6）

GII

	MB
	0.371***

（4.93）
	
	
	
	
	

	IA
	
	0.596***

（4.99）
	
	
	
	

	RW
	
	
	0.543***

（4.46）
	
	
	

	RT
	
	
	
	0.392***

（3.95）
	
	

	ED
	
	
	
	
	0.294***

（4.44）
	

	TS
	
	
	
	
	
	0.559***

（3.70）

	常数项
	-57.524***
(-3.82)
	-67.601***
(-4.64)
	-65.020***
(-4.37)
	-72.259***
(-4.90)
	-63.067***
(-4.21)
	-66.423***
(-4.40)

	N
	286
	286
	286
	286
	286
	28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5.4机制检验

5.4.1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技术流动在IPP深度驱动国家创新发展中的中介作用，参考江艇[29]对于中介效应的研究，在公式(1)的基础上进行如下扩充:
[image: image4.png]TF; = ag+ a;IPP; + a,Controls + v; + pu, + €



         （2）

其中，TF表示中介变量，本文中指技术流动变量。由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是创新要素流动的两条重要途径，本文分别使用贸易数据和FDI数据作为技术流动变量。其中贸易数据包括两个变量，一个为ICT进口贸易（包括ICT产品和服务），一个为技术服务（包括研究与开发服务，专业和管理咨询服务，技术、贸易相关及其他商业服务）进口，以上两个数据来源于UNCTAD数据库；FDI数据也包括两个变量，分别为FDI净流入、FDI技术转移，数据分别来源于世界银行和GCI数据库（GCI数据库中仅包含样本中2011-2017年的数据），其他变量与基准模型一致。

表6中，列（1）-列（4）的解释变量分别为ICT进口贸易（用ICT表示）、技术服务进口（用TSE表示）、FDI净流入（用FDI表示）和FDI技术转移（用FDIT表示）。结果显示IPP可以显著提升技术流动水平。基于机制分析部分的详细论述，研究结果可以证明技术流动是IPP深度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作用渠道，假说2得到验证。这表明，一方面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构建以推动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另一方面也需要重视技术流动在IPP促进国家创新能力提升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着力开展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通过改善国内制度环境和营商环境疏通技术流动和传播渠道，提升市场效率。
表6 中介与调节效应检验
	
	(1)
ICT
	(2)
TSE
	（3）
FDI
	(4)
FDIT
	(5)
GII（PAT）
	(6)
GII（HTP）

	IPP
	0.001**
(2.27)
	0.006***
(5.81)
	0.009***
（3.89）
	0.004***
(4.08)
	0.173**
(2.50)
	0.389***
(6.29)

	IPP*TD
	
	
	
	
	-0.009**

（-1.90）
	-0.013***
(-5.64)

	TD
	
	
	
	
	1.820
（1.28）
	2.866***

(1.85)

	常数项
	-0.474
(-0.52)
	-9.697***
(-6.48)
	10.516***
（2.99）
	3.751**
(1.98)
	-43.615*
(-1.91)
	-83.885*
(-1.92)

	N 
	1 013
	1 030
	962
	650
	1 034
	1 03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列（5）、（6）括号中为调节变量。
5.4.2调节效应检验

为检验技术距离在IPP深度驱动国家创新发展中的调节作用，本文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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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其中，TD表示调节变量技术距离。相较于技术投入，技术产出作为“结果”可以更明确的反映一国的技术水平，因此本文选用产出指标衡量技术水平。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既可以衡量一国高新技术产品的产出能力，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国际竞争力；同时专利申请量也是衡量一国技术水平的重要指标，基于此本文选择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和专利申请量作为代表国家技术水平的指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参考傅帅雄等[30]，李婧等[31]的研究，本文将国家i与当年技术前沿的差距定义为：
      [image: image7.png]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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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其中，Technologytmax为ｔ年最高的国家技术水平；Technologyit为t年国家ｉ的技术水平；TDit衡量了t年国家ｉ与技术前沿的距离，其值越大，说明国家i技术水平越落后，与世界前沿技术的距离越大。

表6列（4）-（5）分别是以专利申请量（PAT）、高新技术产品出口（HTP）作为调节变量的回归结果，IPP系数显著为正，而IPP与技术距离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可以证明技术距离对IPP提升国家创新能力起到反向调节效应，假说3得到验证。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技术落后的国家面临更多的技术学习、吸收和再创新障碍，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过大的差距导致其与技术先进国的“相似需求”、“重叠需求”较少，从而降低了通过贸易与投资实现的技术溢出效应，这又会减弱知识产权保护的积极影响，限制其创新能力提升。
6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实证检验了FTA知识产权保护深度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IPP深度对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影响更为强劲；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分析显示，国际协定纳入及透明度对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技术流动在IPP条款深度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技术距离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促进作用起到反向调节效应。

基于以上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高质量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实施，签署更深层次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当前我国应全面提高国际协定纳入率以发挥“国际标准”的规则一致性特质，提高与其他国家的规制融合程度；通过平台建设与加强宣传等途径提高IPP透明度，以提升公众对IPP的重视程度和政府管理规范性；在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权利广度和期限长度方面针对不同产品实施差异化保护策略；完善国内IPP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协定文本中措辞规范性以提高执法效率。第二，联合经济发展水平相近、规则偏好相同的国家推出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合作模式。除了纳入更多的国际协定，发展中国家间在IPP合作时还应注重规则权利广度、透明度建设，即逐步扩大保护客体和保护范围，通过平台建设、双边合作机制建设等提高透明度水平。第三，通过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降低市场准入、完善营商环境等措施提高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发挥进口及外资促进创新以及降低本国与前沿技术距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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